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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性事件。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贵州省兴仁县县长

文建刚在兴义市家中惨遭砍杀，亲属老少５人也同时罹难。

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就捕获了犯罪嫌

疑人曹辉，并根据自供初步作出劫财害命的定性判断、宣告

破案。但是，围绕这桩丧尽仁义、意在灭门的血案，各种猜

测和质疑却余波荡漾、远未平息。 对作案者的动机，迄今为

止主要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析意见。（１）被害人亲友以及

犯罪报道读者或视听者认为仇杀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文县长

生前曾经在事故问责的压力下，采取强硬措施整治违规小煤

矿，给业主造成巨额损失，也断了很多人的财路和生路，早

就接到过以死威胁的恐吓信。何况从现场勘验和传闻证据中

，或多或少也能找出些与既得利益集团报复联系起来的蛛丝

马迹。（２）然而警方负责人发言的旨趣迥异，似乎基本上

排除了买凶、泄私愤以及共同犯罪的假设，对遗属以及公众

提出的各种明显的疑点却语焉不详，还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

澄清。 现阶段，有关部门在新闻发布会以及采访谈话中提供

的破案根据只是嫌疑人的法庭外口供以及刑侦人员对现场的

简单描述。按照现代刑事制度的基本原理，不能过分评价嫌

疑人自我陈述的证明价值，而必须借助独立的、可靠的补充

证据来加强其客观性、信用度，预防和纠正办案人员的心证

误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６条也规定了“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处以刑罚”的方针。因此，相信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以及法

院在审理公诉案件的过程中会对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是否确

实和充分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推敲，会对社会上的争议给出

可信的解答。仅就贵州县长全家遇害一案的真相追究而言，

我们不妨静待司法程序的最后结论。 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

近些年来涉及基层官场的暗算、买凶、灭门等刑事案件不断

发生，正在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目前这场耸人听闻的血案

，再一次警示了围绕财产权的暴力失控的危机。在前述两种

不同的观点中，无论哪种被证实，都可以推导出关于“公权

力异化”的类似命题。 首先来考虑第一种分析意见。假如文

建刚的确死于报复性谋杀，而起因仅仅是他铁腕收拾违规小

煤矿，那么有关的罪行属于暴力抗法的范畴，是既得利益集

团或者黑社会对整个国家秩序以及政府改革举措的挑战。对

邪恶势力愈益嚣张、正气受到排挤压制的乱局，司法机关绝

不能姑息养奸。尽管如此，也不得不指出，仅凭严刑峻罚的

举措未必能真正根除那种冒险家资本主义的癌症。 从新闻报

道可以发现，文建刚整治小煤矿之弊，采取了雷厉风行的强

制手段，例如组织执法大队突击检查、大量炸毁和封堵非法

煤窑，等等。这样行使权力，即便其主观动机很端正，有益

于中兴大业，但不得不承认所作所为的任意性还是很强的，

围绕业主投资的财产权关系的善后处理以及利益攸关者的生

计也基本上被忽视掉了。的确，国家当然具备、也只有国家

才能具备采取暴力手段的合法资格。但国家动用物理性强制

手段，同样必须受到法律规则的约束，并在具体事件中不断

进行公正性、正当性的论证，以争取当事人的理解和诚服，

否则就会激起强烈的反弹和复仇的冲动。 另外，即使存在不



服、抵抗的动机，只要持有异议的人们有机会通过各种制度

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通过选举和罢免的程序改变掌权者，

或者各种不同利害关系能预先得到统筹兼顾以及事后的及时

协调，那么以暴制暴的现象就会大幅度减少乃至消失。令人

遗憾的是，现实条件不允许文建刚运用多样化的弹性手段来

妥当解决问题，他要让理想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好不断

加大强制的力度。而敌对阵营除了采取阴险的或者过激的动

作之外，也别无制衡良策。 在如此简单化的制度条件下，某

位长官可以大权独揽、刚愎自用，同时也就不得不承担所有

的风险责任。于是乎，越能干、越有政绩的，也越有可能激

起众怒，而那些油滑的佞臣，则善于收买乡愿、推诿责任。

长此以往，国势当然将萎靡不振。 反过来说，假如曹辉的确

是一个人作案，如第二种分析意见所说的那样目的仅仅是谋

财害命，嫌疑人关于事实的供述都属实，那么到巨富的县长

府上杀人越货实际上就带有反社会暴力和情绪化阶级斗争的

双重涵意。所谓“反社会暴力”，指对他人财产和生命的侵

害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在任何社会都是法律所严防镇压的

。所谓“情绪化阶级斗争”，指在法律没有兑现、分配正义

没有落实的状况中以命相搏、劫富济贫的群体行为方式——

关于这种侧面，互联网上出现的那些仇富、恨官的尖锐留言

就足以为证。 脚踏官商两界、家呈朝市一统，这是实存的表

象。在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证明清白的状况下，的确太

容易让人联想起公器私营以及围绕全民所有制财产的非法的

暴力争夺。转到这个复眼化的视角来考察豪宅灭门案，人们

或许会估摸经商与从政之间切换的玄机，会留意到一个刑满

释放人员居然数次自由进出官邸的蹊跷，会对国税局干部与



县长姐弟同时溅血华厦的惨状感到颤栗不已。也许这一切都

不是有凭有据的记述和推理，但是，选择在那样的地点、那

样的时候进行的劫财杀人案，似乎只能把关心该事件的读者

和视听者的思路往权钱交易可视化的方面引去。 然而，如果

这样的布景也可以与报复性仇杀的脚本并行不悖，那么这桩

惊天血案的背后则必然藏有更加惊天的隐密。或许现场本身

就是一座精心构思的陷阱，牵扯到重重黑幕，例如分利同盟

的内讧，甚至政治上的暗算。或许主谋不仅要以刀杀人，还

要以理杀人，通过各种道具、符号以及那个作为赃物的手机

向社会传递某种意味深长的信息。 文建刚遇害案的起因是报

复，还是劫财？死者究竟是难得的清官干才，还是奸猾贪渎

的酷吏？棺已盖，案已破，但上述两大基本问题尚无定论，

也许永远难以得出明确的、经得起反复推敲的判断。不管怎

样，面对目前黑白颠倒、暴力泛滥的趋势，我们似乎还是有

必要重温德国公法学巨匠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曾经提出

的两个著名命题：曰“犯罪是社会的产物”，曰“法律是道

德的底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